
 

 

近代化过程中日本文化的周期性演变 

崔世广 

 

    在近代化过程中，日本始终面临着传统与现代、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

且，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矛盾双方力量的彼此消长，这种对立和冲突也或趋于激化或趋

于缓和。其结果，使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变化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变化的样态。下面，本文

试对这样的周期性变化过程进行简略勾勒，并在此基础上对其内在矛盾进行粗浅的分析。 

 

一 

 

日本现代化的基础是传统文化，这本身已经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即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

程中不仅没有被彻底否定而消亡，而且在日本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核心作用。但

是，上面的事实并不说明传统可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原封不动地延续下来并保存于现代社会。  

对后进的东方国家日本来说，其现代化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之下开始的，因此，保持和

利用传统文化来抵御列强——攘夷，是日本现代化的原点。但是，在西方文明支配近代以来

世界的大势面前，为了实现攘夷的目的必须富国强兵，而这除了学习、移植西方文明之外没

有其他选择，因此，不管日本乐意不乐意，经由学习西方文明进行现代化是其必由之路。这

样，必然对传统文化带来巨大冲击，引起日本文化的不断变化。而且，西方文明是一个有机

整体，在其物质技术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一旦西方的物质文明被移植

到日本，这种内在的联系就会自发地发生作用，使西方的政治制度、社会原理和价值观念也

涌入日本，对日本文化的基础部位产生深刻的作用。另外，现代西方文明虽然诞生于西方，

但其中也包含着人类普遍性的因素，包含着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财富，这也是西方文化得以

源源不断涌入日本，越来越深入日本文化的基础部位，使日本文化发生深刻变化的一个重要

原因。这样，西方文明支配近代以来世界的现实，西方文化中所包含的人类普遍性因素，以

及在此基础成立的近代主义历史观，作为一种合力在支持和加强着西方文化对日本文化影响

的强度和力度，使日本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但是，日本文化又是有着自身特性、自成体系的文化，与西方文化存在结构上的差异。

而且，不仅在最初接触西方文化时日本人瞧不起西方的“蛮夷”文化，就是近代以来向西方

的学习，也并不是那么情愿的，而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向西方学习的目的也是为了“攘夷”，

即为了抵御来自西方的压力。因此，保存和发展民族文化是日本近代以来始终一贯的夙愿和

课题。这样，在日本现代化过程中，一方面日本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几次大的冲击和

挑战，但每一次冲击和挑战又都毫无例外地会受到日本文化的抵抗和反击。其结果，呈现了

欧化主义风潮和复活传统运动的明显的周期性变化。这样的文化波浪性周期运动既蔚为壮

观，又耐人寻味。下面，仅对其进行简要的勾勒和描述。 

第一个周期：明治维新（1968年）——明治末年（1911年）。明治新政府成立后，面

对西方列强的压力，将“富国强兵”作为国家建设的首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基于对

世界大势的认识，开始积极推行“文明开化”、移植西方文化的现代化政策。在明治政府的

倡导和推动下，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纷纷被介绍到日本，在明治初

年形成了一股文明开化的欧化主义风潮。1883 年建成的“鹿鸣馆”，成为这一时期欧化主

义风潮的象征。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在文明开化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以西方的

“天赋人权”思想和功利主义伦理观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对日本社会产生

了深刻的影响。而继承启蒙思想而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既是一场主张伸张个人独立自由权

利的政治运动，同时又是一场批判传统价值观念，改革传统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植木枝



 

 

盛就对传统封建家族制度及其道德进行了激烈批判，积极提倡建设新的近代家族道德。在文

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影响下，西方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流行起来，对日

本传统社会习惯和思想观念形成了一次有力的冲击。 

文明开化、启蒙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对日本的现代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也不可否认，

其也带有浓厚的欧化主义色彩，存在忽视民族文化传统等深刻问题，由此引出了传统主义和

国家主义运动的反动。早在明治十年代，明治天皇的侍讲元田永孚和儒教主义者西村茂树就

开始批判文明开化风潮的流弊，认为其“置忠孝于脑后”，“流于轻薄浮华”，极力主张复

活儒家道德。同时，福泽谕吉等启蒙思想家也纷纷转向，开始批判曾大力宣扬的天赋人权论，

鼓吹传统主义和国家主义。福泽谕吉将缓和政治对立、收揽人心的根据求之于“数千年来君

臣情谊”、皇室“为万民的宗家”，即日本人的人情世界，并批判自由民权论，为实现“官

民调和”而鼓吹“内安外竞”。加藤弘之则将论说忠孝一致的儒家家族主义与有机体论结合

在一起，攻击天赋人权论，宣扬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样，传统主义与国家主义结合在一起，

构成了对明治初年出现的欧化主义风潮的反动。 

第二个周期：大正初年（1912年）——战败投降（1945年）。日本于明治时代初步实

现了富国强兵的现代化。进入大正时代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不仅减

轻了对日本的压力，还使日本资本主义获得了异乎寻常发展的天赐良机。国内资本主义的发

展，在带来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成长的同时，也使国内政治和社会矛盾突出出来。在这样的

背景下，日本又出现了学习、模仿欧美推进现代化的“新时代”运动，又形成了一次欧化主

义潮流。在这一时代潮流中，形成了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

义等流派，而以吉野作造的民本主义和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为代表的大正民主主义影响

最大。大正时代新思潮的特点是用从西方引进的新思想来推进日本的政治、社会现代化，因

而具有开放性、世界性和大众性。其虽然是在明治时代形成的天皇制立宪主义国家体制的框

架之内展开的，但仍从社会、政治和思想等方面对日本的传统形成一次较有力的冲击。 

    但是，进入昭和时代后，世界和日本的局势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国际上，围绕中国问

题等，列强加大了对日本的压力，使日本处境困难。在国内，由于遭受经济危机打击，农民

贫困，工人失业，社会矛盾激化。为摆脱内外交困的局面，日本开始逐步走上对外侵略的法

西斯主义道路，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对大正时代的欧化主义思潮的反动。随着内外环境的恶

化和法西斯体制的确立，一切与西方文化相联系的事物和思想，包括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都

遭到迫害和镇压，皇国思想、国体观念等传统的东西被强调和夸张到极端的地步，大肆泛滥。

在国外对西洋的战争升级的同时，在国内，西方文化也为日本传统文化所吞噬。虽然日本法

西斯的思想体系庞杂，但有一个共同的和明显的特征，这就是日本主义论。其主要内容则是

日本国体优越论、天皇中心主义论和日本精神论，成为日本法西斯进行对内改造和对外侵略

的心理支柱和理论依据。 

第三个周期：战后初期（1945年）——昭和末年（1988年）。战后，在美军占领之下，

日本实行了民主化改革。美国从根本上改造日本以不使其再次成为战争策源地的意图，和日

本人对现代化失败的反省相结合，使改革进行的较为彻底。其结果，战前的法西斯体制及其

思想遭到否定，日本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被塑造成了现代民主国家。与此同时，在战后初期

的日本形成了一股以欧美为标准的民主主义思潮。传统的社会原理和价值观念受到彻底的批

判，西方的民主主义原理和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丸山真男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前现代性”

的批判、大塚久雄对日本“非合理主义”的批判、川岛武宜对日本家族制度的批判等，在当

时都很有代表性，而且影响深远。可以说，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现代主义者，都举起了民

主化的旗帜，批判日本的后进性。使日本传统文化受到了最严重的一次冲击和挑战。 

    但是，随着美国结束对日占领，日本出现了针对占领政策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主要是针

对战后改革而出现的，表现为主张修改宪法，提高天皇地位和权威的民族主义诉求。尽管战



 

 

后国际关系的特点和日本采取的追随美国的政策，决定了这股民族主义潮流不可能采取反

美、否定欧美文化的显在、激烈的形式，但其实质无疑是与欧美文化相排斥的。特别是当

60 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增长，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以后，又出现了反省战后文化政策，强调日

本文化独特性的风潮。70 年代以后，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广为流行，成为了大众“消费

品”，其基调在于赞美日本式经营，肯定日本文化特殊论、日本文化优秀论。世界上出现的

“日本名列第一”、“向日本学习”等论调，更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倾向。日本迎来了讴歌日

本文化、肯定日本文化的黄金时代。 

    第四个周期：平成初年（1989 年）——？。冷战的结束，本来给日本提供了凭借经济

实力参与国际事务的绝好机会，但无奈此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萧条，不仅失去了参与国际

竞争的重要资本，还给日本人的自信心以沉重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在 90年代以后的日

本，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主张“第三次开国”的改革风潮。其主要表现在：打破“护送船队”

方式，放宽限制，对行政、金融、教育等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批判日本式经营方式，打破终

身雇佣、年功序列制度，导入能力主义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批判日本式集团主义和平等主

义，导入个人主义和个人责任观念；批判学历主义和无特色、划一性教育，倡导教育的个性

化、多样化、自由化和国际化，重视培养学生的个性、能力和创造性。这一改革思潮矛头直

指日本文化的核心——集团主义，实质是以美国式的市场原理和个人主义竞争原理来改造日

本。这次的美（国）化主义的风潮，又形成了对传统文化的一次强有力的冲击。 

但是，随着日本经济的复苏，日本人自信心的逐渐回复，已经开始出现向传统复归的动

向。现在，这个周期还没有结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以后这种向传统复归的动向会越

来越强。 

 

二 

     

由以上可以看出，近代以来日本文化的变迁呈现了明显的周期性特征：大体以 45年左

右为一个周期，其中只有第二个周期比较短一些；每个周期的前期为吸收西方文化的时期，

而后期则为向传统复归的时期。 

虽然因国内外环境和日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不同，各个周期之间存在不少差异，但也存

在着共同的逻辑。尽管每次移植西方文化的欧化主义运动各有着其自己的特点，但它们在思

想上的共同之处，是强调西方文化的普遍价值和人类意义，以此主张学习和移植西方文化的

正当性和必然性，并由此否定传统文化。例如，文明开化期的人们所依据的是“野蛮——半

开化——开化”的历史进化论；大正时代学习欧洲文明的思想基础是世界和人类；战后初期

以西方的民主主义原理否定日本社会原理的依据也是近代主义的历史发展阶段论；90 年代

以后则是依据全球化潮流下的西方资本主义竞争原理的普遍性。与此相反，每一次传统文化

对西方文化的抵制和反击的共同依据，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例如，明治

10 年代以后传统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是日本历史、社会、文化的特殊性；法西斯主义用以否

定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依据，也是日本国体独特论和优秀论；同样，否定战后民主

主义原理和民主改革成果的思想，也根源于日本文化特殊论。 

    之所以会出现上面的情况，是由日本现代化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一方面，日本作为后发

型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支配并传播于世界的前提下，以学习西方的形式进行

的。因此，对日本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具有普遍性意义。而且，对于迫切需要实现现代化的日

本而言，在特定的时期内以普遍性为依据来迫使传统文化让出一些阵地，为移植西方现代文

明开辟道路，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另一方面，日本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又是产生于不同

历史背景之上的，有着不同的社会原理和文化观念。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移植，必然会破坏传

统文化生存的基础，使日本失去民族个性，这又是与日本现代化的目的相悖的。因此，不断



 

 

以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为武器，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蚀，保持民族文化的特性和延续，就成了现

代化过程中的一个经常性课题。 

    尽管西方文化占据着“普遍性”的有利地位，但在日本这块土壤上与日本传统文化发生

冲突时，却难以迅速获得太多的成果。因为日本传统文化毕竟是土生土长的，有着深厚的根

基。而且更重要的是，日本现代化的初衷也是为了保存和维护传统文化。这样的特点决定了

日本传统文化尽管在现代化过程中受到西方文化的多次冲击，仍能保持经久不衰，一直顽强

地生存于现代社会。这也决定了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移植，基本上或在大多数

时期内是抱着有助于加强自身的功利性目的进行的。而且，对西方文化的移植，也尽量将其

限定于技术等外在的物质层次，而对深层次的文化移植，则在主观上抱着深深的拒斥心理。

日本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西方文化与日本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一次冲

突的结果是成立了以《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为标志的天皇制立宪主义

国家体制。在这里，虽然在宪法和民法的财产篇中引入了西方的议会制和天赋人权论，但却

由于保留主权在君的天皇制、封建家族制度和传统的意识形态而使西方的制度和观念形式化

了。而且也不能否认，对西方的政治、法律形式的移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有利于对

西方的交涉这一现实目的。第二次冲突的结果更惨，西方文化受到彻底批判和沉重打击，几

乎被根除。第三次冲突虽然看似有利于西方文化的移植和吸收，但随着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

发展，企业、官厅等工作场所又成为模拟共同体，传统共同体主义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模式又

得以重建，以致形成了日本式的企业文化、政治文化等。第四次冲突的结果虽然还没有看到，

但可以预料，随着日本经济的恢复景气，日本人重新找回民族自信，也必然会出现向传统文

化回归的现象。 

可以说，无论今天还是今后，支配日本人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主流，仍是

传统的东西。但是，尽管如此，也不能否认经过现代化的洗礼，反复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日

本文化，无论其形式和内容都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明显而深刻的变化。而且，随着冲突

的深入展开，西方文化融入日本文化的力度也一次比一次更强。影响也一次比一次更深刻和

广泛。日本文化一方面应付着来自西方文化的挑战，一方面不得不按照时代的要求而改变着

自身。也就是说，尽管日本人一直是以“和魂洋才”的态度和思维模式来接受和移植西方文

化的，但随着时代的进展，随着西方文化影响的日益深入，“洋才”的涵义、领域和范围在

不断扩大，由技术逐渐扩大到制度，再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从而在不断侵蚀“和魂”的

固有领地。从近代以来的历史来看，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和不可逆转的过程。 

这样，虽然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一直被保存和延续下来，现在支配日本

的社会关系和思维方式的仍是传统性质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日本也模仿西方的

方式建立了资本主义体制，具有了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我们知道，形式是不能没有内容的

或一直与内容完全相脱节的，一旦具有了某种形式，就会要求充实相应的内容，尽管这个过

程可能是漫长的、痛苦的和充满矛盾冲突的。在现代化的漫长过程中，西方文化必然会利用

各种方式和借助各种现成的形式向日本文化的各个领域渗透，并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迫使

日本传统文化做出一些改变，让出一些地盘。人们不得不承认，近代以来特别是战后，西方

文化已经在日本具有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上层建筑领域西方式政治制

度形式的确立，也体现在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等价值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开始在一定时期或

一定场合影响和支配着部分国民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 

另外，随着现代化的进展和西方文化影响的加深，也使得传统的共同体主义的主从关系

模式和心情主义的感情系列的相关各要素在发生着变化。例如，在幕末维新时期，出于应付

列强威胁，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传统主从关系结构中平等、对等的一面得到强调，许多志

士仁人纷纷脱离自己原来所属的共同体（“脱藩”），作为“浪人”、“草莽”为国家和民

族的前途四处奔走，出力献策。这些人横向联系的纽带也不是情，而是脱离了具体人际关系



 

 

而具有普遍意义的“志”。明治维新后，随着文明开化、殖产兴业的开展，西方独立自由思

想的输入，“立身出世”意识的高涨，更加强了上面的倾向。这种倾向的发展，在明治初期

曾带来传统的家共同体的解体。但是，一到《帝国宪法》、《明治民法》和《教育敕语》的

颁布，以传统家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和心情主义的文化心理借助体制的力量站稳了脚

跟。从此，主从关系和“温情主义”开始向军队、企业渗透，逐渐在这些场合建立起来。但

是，在家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天皇制国家体制确立后，随着家族主

义国家观、忠孝观念和天皇意识的灌输，主从关系结构的重心开始偏向了上对下的支配与下

对上的服从方面，就是在大正时代，也没有改变这一基本倾向。到法西斯体制确立后，这一

上下支配服从关系更被强调到极端，成为法西斯专制主义，作为其补充的则是神道的神秘主

义、非合理主义。战后，在美国占领军的主导下，用外科手术的方式摘除了法西斯主义的毒

瘤。随着现代民主制度的确立，自由、平等的民主意识的普及，在战后初期的一段时期内，

强调平等、对等的意识作为法西斯主义被否定的产物曾一度占了上风。但是，在企业、官厅

被当作新的模拟共同体被创造出来后，相对平衡的主从关系和人情关系又被确立起来。尽管

由于现代化的进展和美国文化的强烈影响，现代的主从关系和人情关系已不同于战前和前近

代，已有了较多的主张对等、平等的因素。但既然仍是主从关系，就仍受传统共同体主义和

心情主义文化的制约，有着固有的特征和缺陷，如人际关系的闭锁性和思维方式的非合理主

义，等等。 

    必须指出的是，与日本现代化的特性相联系，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对西方文化的移植或

排斥，总是与日本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日本对西方文化的移植或排斥，是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与当时

日本所面临的时代课题及解决这样的课题的方式密切相关的。一般来讲，日本在现代化过程

中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吸收与排斥、批判的周期性过程，同时也伴随着对西方国家的崇拜与

排斥这样的循环往复过程。这样，不仅往往使移植、学习西方文化带有一定的狂热性、一带

而过性，而且由于总是以西方文化为坐标，丧失了东方文化的视点，从而使其近代以来文化

的发展带有极大的局限性。 

    总之，日本在现代化过程中由于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自己的现实需要，曾几次大规模

接受和移植西方文化，这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带来了传统文化的变异。但是，不

管以什么方式、什么途径移植西方文化，最终都没能破坏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传统文化在

现代化过程中接受并经过了几次重大挑战和考验而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今天的日本文

化，虽然呈现出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化这两种要素的并存和融合，但相对于日本传统

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在现代日本文化结构中仍不过是形式的、表层的东西。这一方面保证了

日本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和对现代化的主体性，但同时也遗留下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

久远课题。 

 

 

（载《近代化过程中东亚三国的相互认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 

 


